
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 

 1

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
① 

——以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为例 

张  乐   张  翼 

摘要：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的更替过程越来越强调个人能力和高等学历的作用。但这种机

制并不排除精英再生产逻辑的运作，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

只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

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较高学历、中高级职称与高行政级别等阶层身份特征在很

大程度上都不具有代际再生产的特性。数据分析表明，在市场转型的头 20 年里，精英阶层的固化

程度还不足以影响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行。 
关键词：精英的地位获得 社会分层 阶层固化 

 
自从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来，有关各类精英能否继续保持对资源获取、支配的优势地位等论

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市场化改革中精英的经济利益是受损还是权力维续这个核心

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边燕杰等，2002）。然而，众多研究中很少有人用经验性

的资料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生成和选拔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魏昂德等（Walder ，
1995；Walder et al.，2000）提出精英分割理论之后才得到扭转。近些年，郑辉、李路路（2009）
提出了一个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理论框架，他们将精英获得机制中的排他性

和代际转化现象的分析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沿着前人开创的精英生产秩序的思路继续探讨在转

型期使个人走向拥有权力和技术位置的配置方式，揭示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精英努力将这种优势

传递到下一代去的具体机制，从而明确精英阶层在市场转型中整体地位的变动状况。 
 

一、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回顾 
 
社会精英的选拔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话题，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就提出了精

英循环与再生产的经典命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生产与选拔情况，研究者们分别持有技术

官僚政治论与精英分割论
②
的两种主导论调。技术官僚政治理论源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该论

点认为，随着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尤其是物

理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计划与生产管理上的作用日益显著。相应的，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官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则会更多的从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学家等人员中选拔（Markham，1952；Burnham，

1960；Pareto，1965）。具备更多知识和技术的人之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主要是因为他

们的专业水平和管理经验使然。久而久之这些人就变成了技术官僚，在政治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也

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决策的专长。在理想的政治体系中，所有的政治管理人员都应该出

自工程师或者企业高级管理者行列
③
，各类政治决策应该是基于专业技术而非小的利益集团或者派

系的一己私利，当然也不能基于某些政治家的价值和喜好（Baylis，1974；Li，White，1988/1990）。
                                                        

①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恢忠老师为本文提供了数据库。 

②对于撒列尼和魏昂德提出的“精英理论”学界有人称之为“二元精英论”，有人称之为“精英分割论”，具

体的中文文献讨论可以参见：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

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③这种论调和柏拉图的“哲学王”有异曲同工之意。柏拉图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声称应该把政治统治权

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他把国家的改造和理想国家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上。哲学家之所以可以成为统治者也源自他们的智慧能力和对正义的把握。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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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僚论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选拔机制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

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型”，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本国的力量进

行社会建设，而各类技术专家和管理精英也就受到了政治权力高层的青睐。不少学者在探讨前苏

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选拔情况时，都认为个人学历、技术在通

向政治权力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Lee，1991；Li，White，1998）。 
精英分割论则认为，个人的政治忠诚和大学文凭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拔精英的两类标准。撒

列尼（Szelenyi，1982）指出，后斯大林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通过给予专业技术人员某

些政治特权以获得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忠诚和支持，借此发展经济。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被邀请

加入共产党，作为交换，这些技术人员在政治上要忠于共产党政权并在工作中报效国家。这就意

味着党员精英和技术精英在东欧国家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

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
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因此，撒列尼坚称，在这些国家里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都是基于对社会主

义政权的忠诚和高等教育的二元路径（Szelenyi ，1983：158-160）。在这之后，魏昂德通过实证

研究解决了精英二元论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在二元体制中，政治忠诚与大学学历是如何组

合的？其二，这样的组合是怎么影响着社会精英选拔的？魏昂德（Walder，1995 ）认为，大学教

育在帮助人们成为管理精英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专业技术职业而言，拥有大学文化则是

一个先决的条件；个人的党员身份始终是取得高级管理职位的必要条件，但它从来没有对人们成

为技术精英有所帮助。而且，很少有技术精英转化成为管理精英，反之亦然。中国的职业流动机

制是政治体制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能力原则的奇异组合。魏昂德等（Walder et al .，2000）沿

着这个思路使用事件史模型分析后指出：在 1949-1996 年代的中国，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

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

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虽然十多年来，两条

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中国的职业流动是

一种与政治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同时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只

是那些曾经被毛泽东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逐步得以恢复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市

场经济影响的反映。边燕杰、舒晓玲和罗根（2001）运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阐述了党员身份与中

国变迁的关系。他们认为，1949 年以来，政治审核始终是入党的必要过程。在 1978 年改革开放

之后，党员身份与能否成为政治和管理精英密切相关。而且，学历逐步成为入党的显著预测变量。

这表明，党不断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将其培养成具备专业能力又有政治忠诚的技术官

僚精英。臧小伟（Zang，2001）的研究结论是 1949-1966 年间，政治忠诚是精英选拔的最主要因

素，但在中国改革时期，政治领导人都是具有大学文凭的，教育和党龄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

中国的政治精英是又红又专的官员，二元精英论对中国现状的解释远大于技术官僚论的解释力。 
有关精英“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大陆本土学者的论述为主。李路路（2002/2003）的

研究分析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

但是，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重组，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

再生产出来。那些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

其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再生产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可能。郑辉、李路路（2009）在其《中

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一文中指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撒列尼的精英分化

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他们重新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

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

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并已形成了一个

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可见，国内“再生产机制”理
论是对精英地位获得模式的拓展，李路路等学者有关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的分析，意在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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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中继承性模式的存在原因。他们认为，社会流动中继承性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因为在社

会分层结构的形成及其变迁过程中遵循着再生产的逻辑和统治的逻辑，各种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

制决定了继承性模式的持续存在。 
余洋（2010）在《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指出，

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

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

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 1949 年以前的精英的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

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

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这意味着组成国家机构的人员由精英构成，

普通社会成员几乎没有可能参与到管理国家的事务之中。李煜（2007）的相关研究结论是：改革

之后，非体力家庭的优势迅速扩大。即同样处于中等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在改革初期，非体力阶

层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成为非体力的白领。这一“跳级”优势在 1992 年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保底”
优势，即同处中等教育水平的非体力家庭后代，有更多的机会避免成为非技术体力，从而不至于

掉到城镇社会的底层。 
上述研究基本勾勒出建国后中国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状况。在论述精英的循环机制时，多数

研究是按照能力逻辑展开分析的，即是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个人成为精英的政治因素和教育因素的

分析上，而他们大多没有考察个人成为社会精英的家庭背景因素。即便有些研究将父亲的职业、

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作为关键变量加入到方程中去，也得出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获得精英地位不

产生显著性影响的结论（Davis，1992；Walder，1995；周雪光等，2002）。尽管多数研究者都不

否认中国人的地位获得也是深深的嵌入到中国的社会资本与关系文化之中的（Walder，1986；Nee，
1992；边燕杰、张文宏，2001），但是，他们凭借 1996 年之前收集来的实证数据一直没有支持这

一论断。在论述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时，现有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是否已经组

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是否日趋明显以及阶层固化等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

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调查数据继续阐述：社会中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两大集团维护、延续和扩大

自身利益的机制是继承性的还是自致性的？如果是继承性占主导的话，那么这种继承性模式在多

大程度上发挥了精英再生产的作用，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阶层的固化状况？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一：学历假设。在市场转型期的头 20 年中，精英层再生产的基本趋势是重视高等学历和

强调政治忠诚的双向并举。一方面，青年只有接受高等教育才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层。对于具

有社会管理权的政治精英和掌握社会文化资源的技术精英来说，获得大学及其以上的学历是其职

业生涯顺利起步的条件之一。青年获得精英地位时强调高学历的作用正是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

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它体现了社会对青年个人能力的承认和看重。市场转型本身就要求更多具备

市场能力和知识视野的青年来推动高效的管理和生产，对这些潜在精英的甄别是首先通过学历这

个“门槛”进行的。另一方面，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员的数量大大超过干部职位和专业技术

人员职位的总和，政治忠诚不再作为唯一的精英选拔指标来使用。管理层会在众多青年党员中“再
选拔”出少数具有高学历的人并授予其真正的精英身份，政治官僚的知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假设二：精英再生产假设。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中，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

结的、合作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意味着两大精英集团（政治精英和技术

精英）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的代际转化趋势更加显著，不同

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别，而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依然泾渭分明，

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不容回避。这种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不是建立在精英集团对非精英集团子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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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机会的剥夺或者排斥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家庭背景因素促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发挥作用的。 
假设三：政治精英层的“有限”再生产假设。市场转型期，政治精英的阶层优势通过再生产的

模式得以延续的状况是有条件的，政治精英阶层再生产的程度是有限的。这表现在父辈的政治资

源（特别是行政职权）只能在子女获取低级别管理职位时发挥作用，对于那些中、高级别的行政

职位，父辈的职权不能直接有效的产生影响力。转型期的很多制度都在改革和探索阶段，干部的

选拔机制也不例外，在基层干部的选拔上精英的代际再生产效果更加明显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也

仅仅限于低级别的行政职位。 
假设四：技术精英层的代际传承与固化假设。转型期，技术精英阶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

际传承与阶层内部固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日后获得一个技术岗

位的可能性比非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要大的多。父辈掌握的文化资本越多（表现为父辈的技术

职称越高）那么其子女未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传承的内在逻辑是：父辈的职

称越高对知识技术的认同就越高，其对子女的学历和能力期望也相应增高，他们越会督促子女

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期望和督促客观上有助于子女获取更高的学历进而获得更多技术

职称晋升的机会。 
 

（二）资料收集与变量说明 
1．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本调查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与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调查样本，第一步抽城区，第二步

抽街道，第三步抽社区，第四步抽个人。用这样的方法在武汉市共抽出了 1600 人来组成调查样本，

调查对象为 1980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口以及 1980 年以后达到了就业年龄没有就业或暂时处于失

业、下岗状态的人口。在杭州市的抽样方法与武汉市相同，在杭州市共抽出了 1300 人来组成调查

样本，调查的人群也与武汉市的调查人群相一致，全部调查都采用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武汉

市的调查共收回访谈问卷 1550 份，有效问卷 1539 份；杭州市的调查共收回访谈问卷 1250 份，有

效问卷 1227 份，两个城市的有效问卷共计 2766 份。 
本次分析中的青年子样本是由年龄为 17—38 岁的被访者组成，这个群体占总样本量的 79%。

其中男性占 51.5％，女性占 48.5％；中共党员占 18.2%，非党员占 81.8%；高中及其以下学历占

56.5%，大学学历占 38.9%，研究生学历占 4.6%；84.5%的人没有行政级别，科级以下占 6.5%，

科级占 6.6%，副处级占 1.0%，处级占 1.2%，处级以上占 0.2%；59.2%的人没有技术职称，初级

职称占 14.8%，中级职称占 20.2%，高级职称占 5.8%。 
2．变量说明 

干部精英：本次研究中所说的干部精英是指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各级负责人，他们应

具有行政级别，编码情况是干部=1。非干部=0。 
技术精英：专业技术精英是指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专业人员，编码情况是

技术精英=1，非技术精英=0。干部精英与技术精英这两个变量是文章前半部分青年精英地位获得

模型中的因变量。 
权力资本：它是对干部精英身份的测量深化，指代青年作为精英实际拥有权力大小的一个变

量，分为没有级别、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和处级及其以上级别，模型中将“没有行政级别”作为

参照组处理，其他行政级别都是 0，1 编码的虚拟变量。 
技术资本：它是技术精英身份的深化，它是青年具有的技术职称等级。它分为没有技术职称、

初级技术职称、中级技术职称和高级技术职称四类，模型中将“没有技术职称”作为参照组，其他

职称等级为 0，1 编码的虚拟变量。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是文章后半部分分析模型的因变量。 
研究模型中的自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因素与家庭背景因素。个人因素中包括如性别（男=1，

女=0），中共党员身份（中共党员=1，非党员=0），学历分为高中及其以下、大学和研究生 3 个等

级，其中高中及其以下作为参照组，其他两个等级为 0，1 编码的虚拟变量。这些个人特征变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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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精英地位获得时作为自变量处理，在分析个人精英地位再生产时又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我们遵循以往研究的惯例，使用被访者父亲的相关资料作为家庭背景因素的指代变量，询问

了被访者 14 岁时的相关情况。父亲的干部身份、技术精英身份和党员身份、学历、行政级别与技

术职称级别的变量类型都参照被访者个人的情况定义，均为有参照组的虚拟变量，编码具备（或

是）=1，不具备（或不是）=0。 
3．分析方法① 

由于本次研究中的精英地位和权力资本、技术资本这些因变量都是虚拟变量，其取值只有 0
和 1 两个。因此可以使用 logistic 模型，把它们视为一个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概率，研究当其他

自变量发生变化时，这些因变量概率变动的情况。logistic 回归不要求在因变量正态假设的前提下

进行预测。该法是研究当 y 取某值（如 y=1）发生的概率（p）与某因素（x）的关系。p（概率）

的取值波动 0～1 范围。基本原理：用一组观察数据拟合 logistic 模型，揭示若干个 x 与一个因变

量取值的关系，反映 y 对 x 的依存关系。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 

( )
( )∑
∑

+
=

ii

ii

xb
xb

P
exp1

exp
 

其中 xi 为研究的自变量，bi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exp（u）表示自然对数底的指数函数。方

程中用事件发生的概率 P 除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1-P），就得到因变量事件发生的发生比（odds），
对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概率（p）做 logit 变换： 

 
 
 
βo         是常数项，它是指自变量 Xi=0 时，因变量事件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比值。

解释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我们可以通过对每一个自变量的发生比 exp（bi）的考察来确定自变

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因变量原来发生比带来的变化。 

 

三、数据结果呈现 
 
（一）城市干部精英地位获得分析 

表 1 模型 1 中的相关数据显示，影响青年获得干部身份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性别、党员身份和

高等学历，其中男性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性是女性青年的 1.6 倍，这说明城市政治精英生产

过程中依然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以往的研究中（Walder，1995；Walder et al.，2000；郑

辉、李路路，2009），党员身份都被看做是人们成为政治精英的基本条件，成为党员似乎就意味着

成为了政治精英，他们得出过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

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吴晓刚（Wu，2001）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只是对干

部被安排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一点有作用，对于是否能够成为干部并不重要。本次研究中，我们

发现“特殊主义”的政治忠诚依然是政治选拔中强调的重要因素，但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在市场转

型期，随着各行各业对管理实效的重视，社会对干部精英的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青年被任

命担任干部职位时依据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一般性的政治忠诚，还有高等学历这个关键的要素。统

计结果显示，学历在青年的政治晋升道路上显示出了重要的作用，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成为干部

的可能性是具有高中及其以下学历青年的 3.29 倍，具有研究生学历时则达到 3.41 倍。学历在现代

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它对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作用越强，说明社会流动的开

                                                        
①本次分析中没有使用被访者的职业生涯资料，部分的原因是这些资料不够完整。这当然会阻碍我们采用事件史

结构模型来解决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效果，但是使用没有时间（t）变量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依然可以通过估算事件的发生比率反映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进而更直接地反映出

社会分层中精英地位获得的实际状况。 

log ( ) ln( )
1

pit p
p

=
− 0ln =

1 i i
p X i n

p
β β

⎛ ⎞
+⎜ ⎟−⎝ ⎠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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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程度越高。 
 
表 1        城市干部精英地位获得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男性 1.602***（0.126） 1.670***（0.513） 

党员身份 4.685***（0.132） 4.714**（0.132） 

大学学历 3.291***（0.134） 2.950***（0.138） 

研究生学历 3.405***（0.245） 2.907***（0.249） 

父亲是党员  1.106（0.126） 

父亲是干部  1.508**（0.141） 

父亲是技术精英  1.226（0.141） 

-2 L L 1754.90 1737.72 

Sig. 0.001 0.001 

自由度 4 7 

卡方值 370.71 387.89 

样本数 2069 2069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bi 的标准误；男性的参照组是女性；本人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参照组是高中及以下

学历。显著度水平：*P<0.10 ； **P<0.05；***P<0.001。 

 
当我们将青年的个人的背景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再考察家庭因素对青年成为干部精英的影响

时发现：在模型 2 中父亲的党员身份、技术精英身份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

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子女而言，无论是技术精英的子女还是一般党员的子女在获得干部职位时都

不占有优势。但是，父亲的干部身份的影响却较为显著，那些父亲是干部的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

性是父亲为普通人时的 1.51 倍，从回归方程的极大似然估计的发生比来看，与非干部家庭中的子女相

比，干部家庭的子女成为干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政治精英的代际传递效果似乎非常明显。 
 
（二）城市技术精英地位获得分析 

通常认为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本次研究同样将青年的自致因素和

家庭背景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2 模型 1 中的数据表明，具有大学学历的

青年比具有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青年更有可能取得技术精英的身份，前者是后者的 3.8 倍，而且

学历越高其获得技术精英地位的发生比也越高。那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获得技术精英身份的

发生比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人员的 8.6 倍，这远远高于大学学历的影响水平。在一个日益重视科

学技术的社会，学历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潜力，大学教育之后的继

续深造无疑会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储备，正好迎合了社会对技术人员更高学历的要求。其他个人

因素对青年取得技术精英地位时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党员身份能给青年获得技术型职位带来明

显的帮助，党员青年的优势是非党员青年的 1.3 倍，技术精英获得中男性的优势同样存在，男性

青年成为技术精英的可能性是女性青年的 1.4 倍。在诸多个人特质中个人的干部身份也是一个显

著的影响因素，这就意味着干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技术职称从而转化成为技术型官僚。综合

党员和干部身份的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也基本符合中国体制内精英的选拔情况：政治素质过硬

值得组织信赖的青年和已经掌握一定权力资本的青年更有可能受到单位组织的青睐，从而获得更

多学历进修、技术培训与职称晋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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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技术精英地位获得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男性 1.401***（0.096） 1.453***（0. 098） 

党员身份 1.340**（0.130） 1.357***（0. 132） 

干部身份 3.476***（0.141） 3.248***（0.142） 

大学学历 3.826***（0.100） 3.484***（0. 105） 

研究生学历 8.577***（0.280） 7.327***（0. 285） 

父亲是党员  0. 982（0. 098） 

父亲是干部  1.433**（0.114） 

父亲是技术精英  1.653***（0.118） 

父亲学历   

大学  0.733（0.158） 

研究生  0.943（0.585） 

-2 L L 2627.68 2583.76 

Sig. 0.001 0.001 

卡方值 505.99 549.91 

自由度 5 10 

样本数 2034 2034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bi 的标准误；男性的参照组是女性；本人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参照组是高中及以

下学历；父亲的大学文化和研究生文化的参照组是父亲的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显著度水平：*P<0.10 ； **P<0.05；***P<0.001。 
 
在表 2 模型 2 中，父亲的相关特征对于青年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同样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效

果。那些父亲是技术精英的青年比父亲不是技术精英的青年更可能获得技术精英的身份，前者的

发生比是后者的 1.65 倍。作为技术精英的父亲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为

其子女的学习提供了榜样和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至于父亲本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和大学及其以上

学历则没有那么重要了。父亲的干部身份对青年的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也产生了作用，我们的解释

是政治精英家庭对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父辈作为体制内的精英更能体会到学历的重要性，他们

为子女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这无形中为青年获取技术精英身份奠定了基础。 
 

（三）权力资本的获得：政治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与固化程度 
之前的研究只是限于干部身份的获得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级别的干部身份容易受到某些个

人自致因素或者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干部”身份的范围相当广泛，这既有政府

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在这众多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群中真正具有一

定行政级别的人才是掌握各类资源尤其是权力资源的人，考察他们的地位获得才更能说明精英层

的再生产状况。为此，我们分别对副科级干部、科级干部、副处级干部和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

的获得方式进行了分析，其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四类青年干部的个人自致模型中，同时发挥作用的是个人的党员身份和本人的大学学历这

两个变量。其中，党员身份对处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职位的获得产生更为明著的影响，党员青年

成为处级干部的可能性比非党员青年高 6 倍。与表 1 模型 1 相比，表 3 更为细化的分析显示，党

员身份这个变量对青年晋升为不同级别的干部的影响力有较大差别：越是在高行政级别的获得上，

党员身份的作用就越大。高学历是成为各级别干部的关键因素，这点在表 1 的模型中已经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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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而表 3 更为清楚的说明，副处级干部职位和处级及其以上干部职位对大学学历的要求明显

高于科级及其以下级别的职位。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成为高级别干部的可能性是那些高中及以下

学历的青年的 3-6 倍。研究生学历在青年获取高级别行政职位时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那

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晋升为副处级干部的发生比是高中及以下学历青年的 8.9 倍之多，有研

究生学历的青年而成为处级及以上高级别干部的发生比是高中及以下学历青年的 7.9 倍。相比之

下，高等学历对中低级权力职位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可见，在个人政治生涯的早期，大学

学历是基础，而想要获取职务的晋升则需要更高层次的学历投入才行，这种高学历投入会带来更

为明显的政治回报。另外，相对于青年的文化资本和初始政治资本而言，个人的自然属性如性别并非

在所有的职位模型中都存在影响。比如，它在副科级职位的获得时就没有显著性作用，这暗示着权力

精英的性别分化不是在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在之后的职务晋升中逐步显现的。 
 

表 3         权力（职级）资本获得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Logistic 模型） 
副科级 科级 副处级 处级及以上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男性 
1.204 

(0.178) 
1.259 

(0.180) 
1.552** 
(0.177) 

1.551** 
(0.180) 

1.931** 
(0.451) 

1.812** 
(0.469) 

2.207** 
(0.373) 

2.497** 
(0.388) 

党员身份 
1.645** 
(0.199) 

1.627** 
(0. 200) 

5.221***
(0.180) 

5.216** 
(0.181) 

5.356** 
(0.492) 

5.439** 
(0.492) 

6.027*** 
（0.387） 

5.847***
(0.388) 

本人学历         

大学 
2.768*** 
(0.192) 

2.448*** 
(0. 201) 

2.536***
（0.191）

2.536***
(0.196) 

5.821** 
(0.592) 

6.681***
(1.049) 

3.069*** 
(0. 453) 

2.568** 
(0.463) 

研究生 
1.659 

(0.418) 
1.357 

(0. 429) 
1.446** 
(0.346) 

1.470** 
(0.353) 

8.870** 
(1.098) 

4.509** 
(0.099) 

7.984** 
(0.533) 

6.189** 
(0.550) 

父亲学历         

大学  
1.004 

(0. 255) 
 

0.673 
(0.266) 

 
1.075 

(0.578) 
 

0. 564 
(0.453) 

研究生  
0. 754 
(1.068) 

 
0. 881 
(1.068) 

 
0.794 

(0.028) 
 

0.711 
(0.021) 

父亲是 
技术精英 

 
1.334 

(0.209) 
 

1.190 
(0.203) 

 
0.751 

(0.493) 
 

2.129 
(0. 392) 

父亲级别         
科级 
以下 

 
1.981** 
(0.227) 

 
0. 975 

(0. 246) 
 

2.222 
(0.502) 

 
1.816 

(0.455) 

科级  
1.382 

(0.287) 
 

1.336 
(0. 269) 

 
1.065 

(0.696) 
 

1.162 
(0.567) 

副处级  
0. 703 
(0.625) 

 
0. 875 

(0. 519) 
 

0.997 
(0. 503) 

 
4.102 

(0.514) 
处级 
及以上 

 
1.530 

(0.351) 
 

1.545* 
(0.324) 

 
0.880 

(0. 651) 
 

2.430 
(0.593) 

父亲是 
党员 

 
1.024 

(0.180) 
 

1.175 
(0. 171) 

 
1.231 

(0. 421) 
 

0. 966 
(0.347) 

-2LL 1039.44 1022.38 1061.71 1055.95 231.41 224.68 348.39 333.76 
Sig.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卡方值 49.57 66.65 174.36 180.12 72.41 79.14 81.02 95.65 
自由度 4 12 4 12 4 12 4 12 
样本数 2053 2053 2053 2053 2053 2053 2053 2053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bi 的标准误；男性的参照组是女性；本人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参照组是高中及以

下学历；父亲的大学文化和研究生文化的参照组是父亲的高中及以下文化；父亲的行政级别的参照组是没有级别

的组别；父亲的党员身份参照组是父亲的非党员身份。 
显著度水平：*P<0.10 ； **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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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的模型 2、模型 4、模型 6 和模型 8 中可以看到，控制个人因素后家庭背景对低级别的

干部地位获得依然存在着影响。原来在表 1 中的结论是干部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

份，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分析。当把父亲的干部身份细化为行政级别后，我们发现父亲是科级以

下职位的青年获取副科级及以下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 1.98 倍，但模型中并没有出

现父亲的职位级别越高子女获得低级别职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趋势。低级别职位获得模型中的其

他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党员身份和父亲的技术精英身份以及父亲的学历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父亲的行政级别对青年成为科级干部也有影响，但要求父亲的行政级别达到处级及以上。在

科级职位获得模型中，父亲是处级及以上职位的青年获取科级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

的 1.55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更低级别的权力职位相比，科级干部身份不是随便可以依靠

一般干部家庭背景就可以获得的，只有父辈的级别达到较高级别时才有可能为子女在科级职位获

取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科级干部虽然行政级别不算高，但如果考虑到基层治

理体系中的县（区）行政区划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正职也才是科级，而他们实际又掌握着基层重要

资源的分配权力，这样的位置当然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的背景就可以轻易获得了。我们得出这样

的结论也是参照了副处级职位和处级及其以上职位获得模型的结果。在这两个模型中，无论家庭

背景如何“过硬”，无论父亲的行政级别高还是低都不能改变子女获取高等级政治精英职位的发生

比，准确地说父亲的政治资本、文化资本都没有对子女获取高级别权力职位产生显著性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青年获得有一定行政级别的职位需要接受完备的大学教育，而想要

获得更高级别的权力职位则需要更高水平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作为支撑。在这个基础上，家庭的某

些背景因素起着促动的作用。某些具有低行政职位的父亲会为子女在成为政治精英的早期提供一

些实质性的帮助，而随着青年政治历程的拓展，家庭因素对其政治职权获取的影响逐步消失了，

能否成为更高级别政治精英则要完全看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我们不应该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

流动的作用，在政治阶层流动的路径上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整体性的“阶层固化”现象。当然，父辈

对青年政治精英初始职业阶段的帮助甚至是“特殊主义”式的扶持问题也不容回避。 
 

（四）技术资本的获得：技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与固化程度 
通过对表 4 中 6 个模型的考察，我们发现青年的技术精英地位获得受到了自致因素和家庭因

素的双重影响。就影响路径来看，个人因素中的学历对各个层次技术精英地位获得都产生影响。

大学及其以上学历对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取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前文的分析没有出入，但具体

表现在各个职称水平上的发生比却是有所变化的：同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青年相比，青年具有大

学学历在获取中级职称时优势更大，后者是前者的 3.2 倍，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获取高级职称的

发生比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青年的 2.8 倍，初级职称的情况是 2.1 倍。研究生学历会在高级职称的

获取上发挥显著且强烈的作用，那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晋升为高级职称的发生比是高中及其

以下学历青年的 12.7 倍，远远高于青年在获取中级职称时作用的 2.8 倍和初级职称时的 1.2 倍。

可见专家学者级别的位置对于研究型学历的要求更为明显。与前文表 2 的数据相比，在细分职称

等级后，研究生学历的影响水平增强了，该数值高于单纯将技术人员身份作为因变量（1=具有技

术身份，0=不具有技术身份）时的 8.5 倍的发生比率。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细分可以更真实地

反映出研究生学历对各级别职称获得的影响差异。党员身份这个政治符号对青年获取中高级职称

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它对青年获得初级职称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另外，在技

术职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也非常突出。表 4 的模型 3 和模型 5 都显示，男性青年成为中高级技术

精英的发生比是女性青年的 1.4 到 2 倍之间，而且越是在高职称位置的获得上，男性青年的优势

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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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技术（职称）资本获得发生比的极大似然估计（Logistic 模型）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男性 
0. 897 

（0. 122） 
0. 910

（0.599）
1.468*** 
（0.110） 

1.541***
（0.112）

2.044*** 
（0.181） 

2.062*** 
（0.184） 

党员身份 
1.119 

（0.153） 
1.117 

（0.154）
1.544** 
（0.129） 

1.558***
（0.139）

1.492** 
（0.191） 

1.448** 
（0.192） 

本人学历       

大学 
2.144*** 
（0.128） 

1.978***
（0.134）

3.241*** 
（0.116） 

2.926***
（0.121）

2.836*** 
（0.191） 

2.776*** 
（0.2047）

研究生 
1.171** 
（0.325） 

1.022** 
（0.333）

2.816*** 
（0.240） 

2.427***
（0.247）

12.736*** 
（0.281） 

12.879*** 
（0.296） 

父亲是干部  
1.142

（0.142）
 

1.254* 
（0.127）

 
1.566

（0.199） 

父亲是党员  
0. 988 
(0.123) 

 
1.073 

(0.111) 
 

0. 799 
(0.177) 

父亲学历       

大学  
0. 879 

（0.200）
 

0.716 
（0.180）

 
0. 718 

（0.219） 

研究生  
0.754 

（0.251）
 

3.289** 
（0.601）

 
1.014 

（0.201） 
父亲职称       

初级  
2.068***
（0.204）

 
1.245 

（0.208）
 

0.521 
（0.398） 

中级  
1.565** 
（0.179）

 
1.607** 
（0.160）

 
0. 658 

（0.266） 

高级  
1.519** 
（0.214）

 
1.705** 
（0.189）

 
1.192 

（0.287） 

-2LL 1865.99 1839.68 2177.29 2148.01 1072.51 1056.59 

Sig.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卡方值 42.36 68.68 176.19 205.48 147.05 162.96 
自由度 4 11 4 11 4 11 
样本数 2079 2079 2079 2079 2079 2079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bi 的标准误；男性的参照组是女性；本人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参照组是高中及以

下；父亲的大学文化和研究生文化的参照组是父亲的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父亲职称的参照组是没有职称的组别。 
显著度水平：*P<0.10 ； **P<0.05；***P<0.001。 
 
表 4 的模型 2、模型 4 和模型 6 显示，家庭背景对于青年获取不同等级技术职称的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在初级职称获得模型中，父亲的职称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与父亲没有技术职称的青

年相比，那些父辈具有初级职称的青年获得初级职称的发生比更高，后者是前者的 2 倍多；父亲

是中级职称和父亲是高级职称时其对子女获得初级职称的影响没有多大差别，都是父亲没有职称

时的 1.5 倍左右。父亲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和父亲的学历层次对于子女获得初级

职称时没有显著性影响。在青年中级职称获得模型中，家庭背景中发挥作用的因素最多，父亲的

学历层次和职称等级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显著度。其中，父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获得中级职称

的发生比是那些父亲只有中低学历青年的 3.3 倍。与之相对应，父亲如果具有高级职称，那么子

女获得中级职称的发生比是父亲没有职称的青年的 1.7 倍，如果父亲具有中级职称也会产生 1.6
倍的发生比。这说明父亲具有高学历和较高技术职称的青年其获得中级职称的可能性更大。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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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初级职称时却未能促进子女获得中级职称的职位。青年在获得中级职称时父亲的干部身份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影响效果，这与表 2 模型 2 的结论较为一致，但这种情况仅限于中级职称，它

在初级职称和高级职称获得中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截至目前，我们的分析并不能得出家庭背景中父亲的文化资本一定会影响到青年获得更高层

次技术资本的结论，因为在表 4 模型 6 的数据里，几乎所有的家庭因素都没有对青年获得高级职

称产生显著性影响，父亲的干部身份以及父亲的技术精英身份的显著性影响都消失了，它与表 2
中模型 2 的结果就不一致了。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级职称的获取路径不怎么依赖家庭背景，

青年个人的能力才是其真正的影响因素。换句话说，社会对高级技术精英的选拔看重的还是其学

历以及青年表现出的科研创新能力。同时我们在此也推断，即便青年个体在获取初级和中级职称

时家庭背景发挥了某些促进作用，也可能是父亲的文化修养与对子女的学历期望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一结果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是家庭环境对个人成长、职业生涯的促动模式的

复杂体现。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从表面上，精英阶层的生产过程是按照能力原则的指导方向发展的。青年能否接受高

等教育是其能否进入精英阶层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政治系统中的权力精英职位还是文化系统中的

技术精英职位都对学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生学历是个人成为高级精英的重要条件之一。这

一要求在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体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大学

本科学历的相对贬值会促使用人单位对学历产生“高消费”现象，精英系统相应提高学历要求的大

趋势日益显现。 
第二，就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性或者说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状况来看，家庭背景中的政治资本

和文化资本对个人进入精英阶层具有促动作用。与缺乏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普通家庭相比，干

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更有可能成为干部或者专业技术人士，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产

现象是不容否认和回避的。青年成为政治精英和成为技术精英时，家庭背景对其产生的影响有所

差别：父亲的干部身份是模型中唯一对子女进入政治精英阶层时有显著作用的变量；而在技术精

英的成长道路上父辈的政治资源和技术精英身份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更为细化的分析表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机制是有“限度”的。低级别权力职位存在一

定程度的阶层再生产，而父辈想要帮助子女获得中等级别的位置，那么他本人的行政级别要足够

高（但父辈是高级干部的青年毕竟是极少数，因此这个效应对整个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本

次研究中的数据显示，父辈的各类资源都不会显著增加子女会成为高级别干部的可能性。技术精

英获得模型中，家庭的文化资本代际传承效果较为显著。那些父辈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青年获得

中级及其以下职称的可能性明显增强，但家庭的文化资本对青年高级技术职称的获取并无统计上

的显著性。整体上看，精英阶层的固化程度是有限的，家庭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

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 
长远看来，承认家庭背景对青年精英职位获得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阶层固化状况将

会带来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第四，本次研究的模型使用是横截面数据，无法利用更为精确的事件史分析方法来深入阐释

地位获得机制。现有模型的分析只是为了继续验证、扩充前人精英地位获得理论的有效性，因此

选取的调查样本没有更多的考虑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以我们也不试图用研究结论来推断

全国城市的整体状况。近两年来社会对于“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越来越多，要想对 21 世纪这 10
的阶层变化做出精确的推断，就应该有更新的更全面的调查数据予以验证。本研究的数据截止到

2003 年，所以希望学界能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变迁，给人们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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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严谨真实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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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s a Young Man’s Game”?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of Researchers 
and Thesis Output ························································ Wei Qingong, Qin Guangqiang & Li Fei（1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sample survey nationwide,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of researchers and thesis output and analyzes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academic 
status (professional title, supervisor qualification), subject difference and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 (type, 
research capability and scal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young man advantage” does not exist in 
thesis output. On the contrary, senior researchers’ output is more than those of junior researchers, 
especiall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jects. The stronger institution’s R&D capability is, the more 
output there are. Age difference in thesis output can be interpreted by the social factors behind. 
Key Words: Thesis Output   Age   Academic Status   Subject Difference    

 
A Fairness Practice in the Virtual World: Taking World of Warcraf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Virtual Teams ······························································ Shi Yunqing（24） 
 
Abstract: Taking the world overwhelming online-game “World of Warcraf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virtual world. It argues that,1) Instead of being regulated by the settings 
provided by the game, players create their own rules and are very active in a virtual world.2) What 
beyond the real and complex cooperation in the virtual world is the common idea of justice, which 
means an ideal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load, treating the time every player cost in the 
game equally. This is the most meaningfu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brought by the virtual world. It 
shows that the wisdom and the growth of citizenship of the players. 
Key Words: World of Warcraft   Virtual World   Team Cooperation    Players-oriented  Justice 

 


